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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认识新中国前30年的
经济发展战略
——与“比较优势”论者商榷

■ 李怀印

李怀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历史系（Li Huaiyin，Department of History，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内容提要］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并非如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一成不变，而是根

据不断变化的地缘战略格局，一直处在调整之中，总体来看，具有与东亚“四小龙”的战后经济成长过程截

然不同的特征。后者充分发挥了自身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的“比较优势”，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加工为

起点，带动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20世纪 50年代至 7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不具有同时代的东亚

“四小龙”在美国的军事霸权庇护下及其所主宰的世界贸易格局中所享有的独特条件，其“国家工业化”战

略追求的是由“工农业总产值”这一指标所体现的具有自我持续能力并且部门齐全的现代经济体系的建

立和综合经济实力的提升。这一时期，中国在工业制造能力、大规模农田水利设施和现代交通运输网络

的建设，以及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无法以现代经济增长研究者所习用的“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加以衡量。这一时期中国工业企业和农业集体组织的微观管理和生产效率问题，也不能简单

地以缺乏激励和监督机制来加以解释。

［关键词］毛泽东时代 比较优势 国民生产总值 工农业总产值 经济发展战略

一、为什么“比较优势”命题是非历史的

“比较优势”论者解读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

建设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用全球化时代市场经

济的增长路径，尤其是东亚“四小龙”战后经济成

长的经验，来评判新中国前30年在完全不同的地

缘政治背景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发展战略。这一

做法是非历史的和不公平的。

例如，林毅夫及其合作者在论及毛泽东时代

以高积累和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经济战略

时，便批评当时的决策者，“由于违背资源比较优

势，人为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使

经济结构遭到严重扭曲，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

到的更快的增长速度；过密的资本构成抑制了劳

动力资源丰富这一比较优势的发挥，加剧了传统

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分离的二元结构现象，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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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劳动就业和城市化水平；

依靠高积累维持的经济增长扭曲了国民收入的

分配，致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扭曲的产业

结构还导致经济的封闭性，造成既不能利用国际

贸易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又不能借助于国际贸

易弥补自身的比较劣势的局面”（林毅夫、蔡昉、

李周，1999：67-68）。①

新古典经济学家心目中理想的经济增长战

略，当然只有在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全面融入了

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

系之后，才有可能实现。这一战略的学理上的根

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Ad⁃
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所提出

的关于现代经济的基本假设，即一个国家通过市

场的充分竞争，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形成专业

化分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国民收入水平。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于美国并流行于非西方世

界的现代化理论，以及诸多现代经济成长理论，

则试图为非西方不发达国家提供经济成长的具

体路径和追求目标。总的来说，这些理论力图使

人们相信，各国可以根据自身在劳动力供给和资

源禀赋上的独特优势，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优先部

门（对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而言，这便意味着

劳动投入密集而资本及技术要求较低的低端产

业部门），进而通过加入国际分工和本国劳动力

从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提高劳动生产

率。而且，衡量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尺度，是一个

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

（Kuznets，1966），发展经济学家们因此把各国划

分为以美元计算的低收入、中等收入（又进一步

细分为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一

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目标，便成为从低收入国家过

渡到中等收入国家，再进一步迈向高收入国家。

对于战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来

说，这样一种按部就班的经济发展图景，只是一

个画饼而已。例如，不少拉丁美洲国家曾经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积极推进以低端产业实现进

口替代为主的工业化战略，但大多数企业最终都

因为无力与西方跨国公司抗衡而败下阵来，其国

民经济也始终无法摆脱对西方跨国资本的依附

地位，在经历了早期的增长之后，均陷入所谓的

“中等收入陷阱”。

当然，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也有依照比

较优势理论而成功实现经济增长的例外情形，这

便是东亚“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香

港、台湾地区，其工业化均从劳动力密集的低端

产业下手，依赖转移劳动力和拓展对外贸易，均

在 20世纪 50年代和 60年代实现了经济起飞，70
年代以后进一步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带动各自的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快速上升，并在80年代成功加

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Chowdhury & Is⁃
lam，1993）。

“四小龙”之所以成功，离不开这些社会的民

众受儒家价值观的影响所形成的勤奋和节俭，也

离不开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行政部门的威权统治

和得力规划，而这些往往是东亚地区以外那些常

年陷入动荡不安的非西方社会（拉美、非洲、中东

和东南亚）所欠缺的。但东亚“四小龙”得以成功

起飞的一个根本前提，是它们均在战后被纳入了

由美国和西欧所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在地缘政治上均作为美国的盟国或盟友而受到

后者的保护，其精英阶层大多在欧美受过教育，

他们的价值观和知识储备，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很

容易在对外贸易乃至教育、国防、政治体制和价

值观上与西方先进国家融为一体，也使其在引进

西方资本和技术，实现产业升级方面驾轻就熟。

问题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有没有条件按

照新古典派经济学家的设计，仿效“四小龙”，加

入欧美国家所主导的国际分工，从而得以发挥自

身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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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当然是否定的。1949年后的中国，既没

有加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也拒

绝被纳入苏联所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合作架

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追求的是在较短的时

间内，建成一个自为一体的可以自我维持的工业

化经济体系。之所以形成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战

略，大概是由于以下几个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

首先，1949年以后，中国宣布对苏联社会主

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1950年朝鲜战争

爆发后，中国宣布抗美援朝，军事上与美国形成

直接对抗的态势，地缘政治上受到美国及其盟国

的围堵，经济上遭到后者的禁运，因此完全排除

了加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可能性。

其次，尽管1950年以后中苏两国在政治上和

军事上结盟，但毛泽东对苏联始终存有戒心，不

愿意放弃中国自身的独立自主，加入以苏联为中

心的共产党国家的国际分工体系。20世纪 40年

代的中共对苏共的关系，便是沿着摆脱二三十年

代对莫斯科的盲目依赖，走向独立自主的主轴展

开的。40年代后期的中国共产党，克服外来压

力，赢得了内战的胜利，掌握了全国政权，更不愿

意依附于苏联，拒绝流行于苏联与东欧共产党国

家之间的“父子党”关系。对于 1949年成立的以

苏联为核心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

也始终保持距离，迟至 1956年，才以“观察员”的

身份有限度地介入，1961年中苏关系紧张之后，

连观察员的身份也予以放弃。②

还有深远的历史、文化原因。中国是一个有

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中，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这种文化上的自信和

优越感，与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历

史记忆相激荡，使国人普遍具有民族复兴的强烈

冲动。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尽管国家的

经济面貌“一穷二白”，但毛泽东等领导人有着强

烈的大国抱负，对新中国的建设充满了自信和期

许。在国际关系上，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等领导

人对中国在共产党国家集团中影响力的蒸蒸日

上，更是信心满满；对中国在由众多非西方国家所

组成的第三世界中的领头角色，也当仁不让。

所有这些因素，加上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中自

给自足的心理的影响，都使得新中国成立以后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无法接受中国在任何一种国

际经济体系的内部分工中仅仅局限于或偏重于

低端产业的发展，或者在生产技术、对外贸易和

外交关系上长期依附于主导这一体系的中心国

家。相反，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所追

求的便是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自主、部门完备的

现代工业体系，并在较短的时间内，迎头赶上东

西方先进工业国。

二、“国家工业化”战略的特点何在

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在制定目

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方面，受到《苏联共产

党（布尔什维克）历史》等教科书的影响，是以 20
世纪 20年代和 3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

先例和蓝本的，因为这一模式在他们看来已经被

证明是成功的。

这一模式与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信奉的经济

增长模式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并不以涵盖农业、

制造业和服务业三大部门的“国民生产总值”为

计算口径，并不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或

者从低收入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为目标，并不以

扩大对外贸易为驱动力，并不以劳动力从第一产

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转移为实现路径。相反，

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工业化战略所追求的，是实物

经济总量和再生产能力的扩张，因此，其最重要

的衡量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并非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而实现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的最重要路径，是“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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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换言之，工业部门生产能力的扩张，是工农

业总产值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工业部门本身的扩

张，又是靠汲取农业部门的资源，通过经济资源从

农业向工业的转移来实现的（至少在工业化初期，

来自农业部门的资金积累，构成工业再生产能力

扩张的主要来源）。这与“四小龙”在起步阶段主

要靠外贸和外资的拉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与此同时，由于致力于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的建立和自我维持能力的培育，重工业的投资必

然成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而对轻工业和

农业的投资，在建设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不得不

退居次要地位。这一战略，反过来也制约了劳动

力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的能力，因为重工业作为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远远

低于低端产业。所有这些，又与“四小龙”在起步

初期，以资金和技术要求较低的消费品工业为侧

重点，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从而带来劳动力从

农业向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形成了鲜明对比。

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因此主

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铺摊子”，即在原先残缺不全、零星分

布的近代工矿和交通业的基础上，搭建一个全新

的、部门齐全的现代制造业、能源工业和交通运

输体系，其中许多部门的建设几乎是从零开始，而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年—1957年）受苏联

援助的 156个大型项目，则构成了迈向这一目标

的最重要步骤。六七十年代连接全国各中心城市

的现代交通运输网络的建成，一大批“三线”项目

在中西部各地的展开，以及能源工业和国防建设

的重大突破，使上述体系更为健全。所有这些，

均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二是“打底子”，即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对作为

经济建设主体的劳动者在精神上和体质上的改

造。50年代的一系列运动，包括土地改革、工商

业社会主义改造、《婚姻法》的宣传以及“镇反”

“三反”“五反”等，不仅改变了内地的所有制结

构，根除了种种社会痼疾，改良了社会风气，更重

要的是从根本上冲击了几千年来扎根于中国人

深层意识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阶级秩序。原先“东

家”与“下人”之间的鸿沟不复存在。“翻身”之后

“当家做主”、男女平等的意识越来越流行于城乡

各地的劳动人民中间，整个社会（尤其是底层民

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有这

些，加上整个毛泽东时代持续不断的群众扫盲，

小学和初中教育在城乡各地的普及，“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的灌输，客观上都有助于亿万民众挣

脱千百年来人与人之间身份等级的枷锁，摆脱精

神上的蒙昧状态，为后来的个人意识的觉醒和个

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准备了条件。当然，人们也为

“文革”期间“破四旧”这样的运动付出了重大代

价。到70年代后期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农村赤

脚医生制度的推广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

疟疾、天花、血吸虫病等流行病的医治和灭绝，也

显著地改善了劳动人民的健康状态和身体素质。

所有这些，都是无法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这样一个单一的尺度来衡量的，甚至也是“工农

业生产总值”所无法涵盖的。

值得强调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工业化”

战略，尽管以重工业的发展为优先目标，致力于

建立一个自成一体、自我维持的现代工业体系，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代经济发展战略的一成

不变。大体上，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管理体制经历

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苏联体制影响下的高

度集中，到“大跃进”时期（1958年—1961年）力图

摆脱苏联体制而下放权力，再到60年代前期为了

纠正“大跃进”的灾难性错误而在调整、整顿中再

度强调权力集中，最后在“文革”后期又下放权力

给地方和企业。在调整的过程中，重工业优先的

政策往往适当收缩，农业和轻工业部门的投资则

得到加强，外部的地缘政治环境也直接影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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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轻、重发展次序。总的来说，在与苏联或美国

的紧张关系加剧时，重工业和国防建设会加大投

入；一旦外部压力舒缓，农业和轻工业的投入便

得以增加。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也绝非新

古典派所想象的那样闭关自守。整个50年代，中

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在

技术上的全面援助；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之

后，中国的技术进口开始转向以日本和西欧为

主，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突破了过去

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界的樊篱，为扩大对外

交往打开了大门；整个70年代，随着中美、中日关

系的改善，中国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和对外商品

出口的势头也在加快。与此同时，中国对第三世

界特别是众多非洲国家提供了常年援助，在国际

舞台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三、企业的微观管理有无激励机制

与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同样重要的是微观管

理，因为后者直接决定了宏观战略在具体实施过

程中的成效。这一方面，新古典派的解读也是负

面的，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企业没有自主权，因此

“就不能根据工人的努力程度决定工资标准，就

必然造成劳动激励不足。劳动激励与劳动奖惩

具有正相关的关系。要提高劳动激励，必须实行

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问题是在传统经济体制

下，企业没有自主权，无权选择雇佣对象，又无权

解雇工人，更为棘手的是，在这种体制下，城市职

工的报酬是固定的，与个人劳动努力及企业绩效

都没有联系，即无论职工个人干多干少还是职工

群体干多干少，都不会影响职工个人收入。由于

职工个人多劳不能多得，劳动激励必然不足”（林

毅夫、蔡昉、李周，1999：83）。
这里有两点需要加以澄清。首先，毛泽东时

代的企业，在职工的劳动报酬方面，没有实行如

同新古典派所理解的“多劳多得”的收入分配制

度，并不仅仅因为企业本身没有自主权。50年代

初期，全国各地的国营企业曾经按中央有关部门

的要求，仿效苏联的做法，在劳动报酬方面，尽量

实行计件工资制，并且拉开不同工种和技术水平

的工人之间的工资档次，以此强化劳动激励。但

这一做法实行不久便予以放弃，转而普遍采用标

准的以工龄为主要依据的工资制，并且在随后的

几十年里几乎冻结工资等级的定期调整，只有少

数几次工资普调，同时还取消了以劳动业绩为基

础的奖金制度。之所以从强调物质刺激，转而采

用“平均主义”的做法，是因为中国的国情跟苏联

截然不同。苏联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但劳动力

稀缺，职工在不同企业之间跳槽频繁，企业为了

稳住职工队伍，不得不以物质激励为主要手段。

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劳动力供应充沛，而企业

的就业岗位稀缺，因此国家对于以物质激励为主

要杠杆进行劳动管理，本来就没有足够的动力。

更为重要的是，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工业

化，国家不得不尽量压缩用于个人消费的物质资

源，而强调物质刺激，不仅带来分配不均，还会导

致消费者与国家争夺有限的物质资源。既要尽

最大可能把物质资源从消费方面转移到生产方

面，又需要保障每一位职工的个人生计，这两方

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必然会在收入分配方面

走向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即保证人人有份，但份

量仅足以维持生存。这是毛泽东时代放弃计件

工资制，冻结工资定期普调的根本原因。所谓企

业缺乏自主权，只是表面现象。

其次，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解读之所以是误

导的，还在于他们把毛泽东时代的企业职工，简

单地等同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选

择自由，且以自身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为唯一追求

的理性人，以为企业职工的日常劳动表现，仅仅

57



2019/05 开 放 时 代

取决于物质刺激的有无这样一个单一因素。其

实，工资报酬仅仅是影响职工日常劳动投入的因

素之一，甚至不是主要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其

他非物质的因素。其中之一，是职工相对于其他

社会阶层的自我身份认同。能够成为企业职工，

尤其是国营企业的正式职工，并不容易，他们的

工资收入尽管很低，但享受从生到死的一整套福

利待遇，社会地位远远高于集体企业的职工和临

时工或合同工，更非城外的农民可比。刚刚转正

的职工，尤其是从农村招工进厂的职工，都会觉

得自己的机会来之不易。这种身份认同，跟他们

在工作岗位上的敬业精神是连在一起的。

话语的力量也不容低估。工商业社会主义

改造完成之后，国家的宣传灌输使越来越多的工

人相信，资本家剥削不复存在，工人已经成为工

厂的“主人翁”，在生产和劳动管理上，自己“当家

做主”。工人与管理层的关系，与改造之前的老

板与雇工之间的关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工

人对“单位”的认同，远远高于改造前对厂方的认

同。尽管“爱厂如家”只是一种宣传，但相当一批

工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职工，对自己所在的工

厂是有归属感和责任心的，而且他们对其他职工

的影响和带动作用，也不宜低估。

最为重要的是，工人从来不是脱离了群体的

单个理性人，而是工人群体（生产小组和车间）的

一份子，其一言一行，都受到群体准则的约束，而

这种群体准则，又是由企业内部的政治文化、规章

制度和人际关系等一系列因素所塑就的。因此，

职工个人的日常生产行为，并不仅仅以物质刺激

的强弱为依归，而是上述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一份基于对各地各行业退休职工的深入访谈

所进行的研究揭示，除了“文革”高潮时期的极端

情形之外，在正常情况下，绝大多数的职工都是能

够在自己的岗位上按规章要求完成生产任务的，

迟到早退、消极怠工、盗窃公共财物乃至破坏生产

的情形，并不常见。企业职工的劳动效率，并未因

为所谓的物质激励不足，而显得如同新古典派所

想象的那样低下（李怀印、黄英伟、狄金华，2015），

否则我们难以理解，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工业生

产，为什么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从完成国

民经济恢复任务的1952年，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
年，中国工业产值由349亿元增至4237亿元，年均

增长10%（武力，2010：1396-1397，表1-4）。

四、农业和农村发展为何缓慢

再来看看集体化时代农业生产的情形。

林毅夫等认为，农业具有“生存空间分散性

高和生产周期长”的特点，从而使得“劳动监督极

为困难”，还称，“农业的这一特征迫使人民公社

体系中的管理者选择较低程度的监督；而没有严

格的劳动监督，就不能对劳动者的努力做出准确

的度量，劳动者也就得不到与其付出的劳动相对

应的报酬。事实上，生产队为每一个年龄相仿、

性别相同的劳动者制定了相同的工分标准（工资

率），因而劳动报酬与劳动者的实际工作态度和

效果完全脱节。……那些不努力劳动甚至偷懒

的人，为集体带来的产品损失也是在全体劳动者

之间平均摊。这就造成集体农业生产中劳动激

励不足，搭便车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林毅夫、

蔡昉、李周，1999：83-84）。
这里同样有几点需要辨明。其一，生产队里

所实行的工分制，并非新古典派所想象的“一刀

切”，而是分为计件工分和计时工分，事实上对劳

动者有足够的激励。在计件工分制下，社员个人

或小组每天的工分多寡跟当天所完成的工作量直

接挂钩。对于无法按个人或小组计件的农活，则

采用个人或小组计时的办法。无论哪种方式，社

员多劳多得。为了养家糊口，多赚工分，不得不

起早摸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因此，对绝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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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社员来说，集体生产劳动的最大问题，其实并不

是什么“搭便车”的问题，而是太苦、太累的问题。

其二，社员是否因为集体劳动监督不易，导

致无法准确计工？其实，计工在正常情况下并不

是个问题，无论计件、计时，生产队都有一套行之

有效的办法，大多简便易行，社员对工分的计算

方式本身，与干部之间并没有太多争执。

其三，社员在干活时是否偷懒，集体劳动在

多大程度上存在后来为改革制造舆论时所描绘

的“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的现象，要看每个

地方的实际情况。新近对各地村民的访谈和研

究表明，在自然环境恶劣，土地贫瘠，人们对工分

的现金值预期较低，而生产队干部管理不得力的

地方，的确普遍存在人心涣散，“出工不出力”的

问题。但同样重要的事实是，在不存在集体劳动

之外的就业机会，生产队的粮食和现金分配构成

社员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的条件下，特别是在

生产队的规模较小，集体经营的好坏与社员家庭

的生计紧密相连的条件下，社员在作为一个团体

进行劳动时，干活拖拉，草率，不负责任，乃至公

开偷奸耍滑的现象，其实并不多见。这不仅是因

为，在每天收工之际，干部需要在验工之后方可

给每位社员记工，而且在小组干活之时，社员之

间相互盯看，做得太慢太差，会影响整体进度和

相应的工分报酬。每位社员，特别是年轻人，还

需要顾及自己在乡亲们面前的面子和在邻里间

的声誉。村民们往往把一个人的劳动技能和态

度，跟此人的人品和能力挂钩，这在血缘或邻里

关系比较紧密的生产队尤为如此（参见李怀印、

张向东、刘家峰，2016）。
因此，影响生产队社员的劳动投入和劳动态

度的，有制度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多重因素，绝非

新古典派所想象的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由于“激

励不足”而普遍搭便车那么简单。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工业部门在毛

泽东时代的飞速发展，农业生产总值的增长十分

缓慢，1952 年至 1978 年，仅从 461 亿元增长到

1397 亿元，平均年增 4.35%（武力，2010：1396-
1397，表1-4），而农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至1978
年，依然只有133元（国家统计局，1983：499）。当

然，这些数字本身，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农业和

农村发展在毛泽东时代的真实情况。全面的、大

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种植技术的提高，农

村人口的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的大幅提高，中小

学教育的普及，社队企业的兴起，等等，都是上述

数字所无法反映的。但是，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之

际，全国大多数地方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还没有

解决，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导致农业和农村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在以

下两个方面：一是集体制度本身，一直处在探索、

变化之中，尤其是在 50年代和 60年代初，经历了

从互助组和初级社到高级社、人民公社的急剧转

变，直至1962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之后，

才基本稳定下来。以生产队（平均规模为30个农

户）为基本核算单位，同时允许所有农户保留一

块“自留地”，事实上是农村集体制度的最后一道

防线，再往后退则必然是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

即从集体经营转变为家庭承包。对毛泽东时代

的领导人来说，这意味着集体化的失败，在意识

形态上是不允许的。而农户在家庭承包责任制

下的生产积极性，高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已

经为1979年以后农村改革的实践所证明。

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甚至更为根本的原因，在

于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发展战略。在无法依赖外

来资本和技术的条件下，中国工业化的早期起

步，主要依靠农业部门的输血，也就是将农业部

门在满足农村人口最基本生存需求之后的剩余资

源，尽最大可能地转移到工业部门，作为原始积

累，用于工业生产能力的扩张。转移的办法，主要

是靠农业税和统购统销。通过这两种渠道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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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剩余，在 1953 年—1984 年期间，可能达到

4200多亿元，甚至 6000亿元（崔晓黎，1988）。以

江苏秦村某生产队为例，这里在 20世纪 70年代，

通过农业税和统购统销的剪刀差转移给国家的

生产队集体收入，每年平均达到11800元，每年人

均 45元左右（或户均 225元）。如果这些资源没

有被转移，而是用来改进农民生存条件，或者用

于投资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结果会大不相同

（当地村民在 70年代盖三间砖瓦房的费用在 350
元至 400元；户均 225元相当于砖瓦房一半以上

的价值；人均 45元相当于 60斤猪肉。11800元则

可为生产队购买 7台拖拉机，或 15台水泵，或 25
台脱粒机，或42000公斤化肥）（Li，2009：247）。

这并不是说，毛泽东时代国家对农业的投资

并不重视。恰恰相反，从 50年代到 70年代，中国

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现代改造力度，是历史上前

所未有的。不过，投入的办法并不是自上而下依

靠国家，而是完全依赖农业集体组织（也就是公

社、大队和生产队），由后者来负担农田水利建设

以及其他所有公共项目的投入。这反过来进一

步挤压了用于农户分配的集体收入，使得农民收

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更为缓慢。

五、怎样评价毛泽东时代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败

毫无疑问，1949年以后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

战略，在形成和实施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本来可

以避免的失误，其中有的失误带来严重的后果。

如前所述，制订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最基本

依据，是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外来压力的大小，

决定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优先发展目标和轻重缓

急。如果大国关系处置得当，有些重大失误是可

以避免或减轻的。比如，如果50年代不要急于求

成，60年代初能够把控好中苏两党之间的紧张关

系，那么就有可能避免“大跃进”的错误，中苏两

国之间的关系也不至于走向决裂和对抗，60年代

的中国也不至于同时面临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的

军事威胁，那么，在制订经济发展战略时，便会把

更多的资源倾斜于跟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轻工

业和农业方面。

当然，除了外来压力的影响之外，领导层在

经济发展的具体问题和战略思路上随着时间推

移所形成的新认识和内部分歧，也带来了宏观经

济战略的调整，其中某些失误也是可以避免的。

例如，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对于从初级社到高级

社的过渡问题，是否过快、过急，甚至是否必要，当

时存在争论，但谨慎、务实的一方最终被贴上“小

脚女人”和“右倾”的标签而受到压制。“大跃进”时

期，为了纠正运动初期的极端做法所做的努力，也

因为庐山会议上的争论戛然而止，导致随后的政

策更加激进，并且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文革”

后期，邓小平复出之后所主持的国民经济各个领

域的整顿，也因为极左势力的干扰而发生中断。

不过，我们要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

战略做出合理的判断和评价，必须把新中国成立

后的前 30年当作一个整体加以看待。更为重要

的是，要判断这三十年的成败，应该把它放到当

时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把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

环境，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以及在经济和

社会各个层面所发生的改变，全面考虑进来，加

以综合研判，而不是把它从历史的情境中剥离出

来，机械地、抽象地与具有不同地缘政治环境和

采用不同发展路径的国家或地区相比。

具体而言，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地区，与

发挥了自身“比较优势”，成为新古典派心目中经

济发展样板的东亚“四小龙”，不具可比性。

前者面对来自单个甚至两个超级大国的压

力，不得不始终追求国民经济自我维持能力的培

育和总体国力的快速上升；后者在军事上受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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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盟国的保护，可以从直接带来国民财富增长

和生活水准提高的低端产业部门入手。

前者的经济建设焦点在于夯实基础和健全

体系，尤其是对国民经济的自我持续发展至为关

键的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则被摆在次要地位；

后者正好相反，以投入最少、创造财富最为便捷

的出口导向的消费品生产为起点，继而延伸到重

化工业和高科技产业。

前者在制订发展战略时，不以扩大民众就业

机会和提高收入水平为优先目标，相反，必须以

压缩消费来增加投资，限制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

流动；后者却因为消费品生产的扩大和低端产业

就业机会的增多，直接带来民众生计的显著改善

和收入的快速增长。

前者完全依赖来自内部的资本积累，以牺牲

国民消费和最大限度地转移农业剩余为主要路

径；后者则严重仰赖外国资金和技术，并且由于

产业由低端向高端的逐步升级而形成自身的“造

血”功能，而无须以压缩消费和牺牲农业为工业

化起步的代价。

总之，关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

基本事实是，到 20世纪 70年代末，经过三十年的

建设，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部门齐全的现代工业

体系，以及支撑这一体系的纵横全国的现代交通

运输网络。同时，在国防建设和重大科技项目的

研发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农业方面，大规

模水利建设，已经使全国绝大多数农业地区，告别

了频繁发生洪涝和旱灾的过去，并且借助现代农

业种植技术的普遍推广，能够确保农业产量的基

本稳定和逐年提升。全国中小学基础教育的普

及，以及以赤脚医生为特色的医疗保健制度的普

遍建立，极大提高了占全国人口 80%以上的农村

居民的总体素质和健康水平。所有这些，都是“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指标所无法体现出来的。

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评估毛泽东时代中国经

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时，刻意强调改革开放前夕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低水平这一事实，认定当时的

中国处于世界上最穷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

他们不愿意承认和提及的是，到 70年代中后期，

中国的小学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已经接近 100%，

初中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在1979年也已经达到了

79%，居于所有“低收入”国家的最前面，甚至超过

了绝大多数所谓“中等收入”国家（The World
Bank，1982：154）；中国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

改革开放之初的 1980年已经达到 64岁，在所有

低收入国家中，仅次于斯里兰卡，同样超过了大

多数中等收入国家；1周岁以下婴儿死亡率和1—
4周岁幼儿死亡率，在所有低收入国家中，均几乎

处于最低水平（仅高于斯里兰卡）（The World
Bank，1982：150）。难怪到了 70年代，部分研究

发展问题的学者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第三世界

国家解决贫困问题的榜样（例见 Singh，1973；
Weisskopf，1975，1980；Sigurdson，1976）。

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为了取得这些成

就，全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仅反复来袭的

政治运动使人们身心俱疲，经济决策的失误也造

成了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浪费，甚至带来“大跃进”

中后期所发生的大规模饥饿和死亡现象。最为

重要的是，在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浪潮中，作

为劳动者的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迁徙和就

业的自由，以及控制自己所创造的财富的机会。

1979年以后所启动的经济改革，便是以归还劳动

者这样的权利和自由拉开了大幕。而一旦改革

开放的大门开启之后，借助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

精神和物质基础，日渐融入世界市场的中国，便

会释放出令世人惊叹的能量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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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后来林毅夫反复申论这一观点，称毛泽东时代“中国

经济的效率很低，这是因为：（1）由于工业结构偏离了经

济的比较优势决定的产业结构，资源的配置效率低；（2）
管理者与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低，由此导致技术效率低”

（林毅夫，2006：46）。另一位经济学家吴敬琏有类似的

看法，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传统工业化道路造成了畸形

的产业结构和低下的经济效率”，“高指标、高积累、低效

率的增长模式一直持续，农业、农村和农民受到严重损

害，轻工业发展滞后、服务业十分落后的状况也一直没

有改变”（吴敬琏，2009）。美国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H. Coase）及其合作者王宁在描述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经济状况之后，也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在毛泽东时代

的大多数时候都极度闭关锁国”，“毛泽东留下的是一个

苦难不堪的烂摊子以及一个漏洞百出的经济制度。同

时经济上的失败也激起了民众的深深不满，他们大多渴

望改变。在毛泽东执政的末期，社会凋零破败，经济支

离破碎，政治迷惘失向……”（科斯、王宁，2013：30-31）。

②中国未参加经济互助委员会的表面原因，是其在成

立初期，仅仅对东欧共产党国家开放，但如果20世纪50
年代初的中国愿意主动加入的话，斯大林当会敞开大

门。以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而论，经贸关系上一个农

业中国与工业苏联的结合，最符合苏联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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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 government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ast 70 years clearly shows a

new paradigm of governance that integrates government’s service orientation with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ptimization of administrative duties with administrative power constraint，and modern governmental system

with the system of the party in prospering the country.

Keywords：new China，new paradigm of governance，party-government relationship，government-market rela-

tionship，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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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ic growth，thanks to the geopolitical security they all benefited from under the military protection of the U.

S. and the favorable conditions available to them under the world economic order dominated by the U.S. In

sharp contrast，what China pursued under the strategy of“state-led industrialization，”which took shaped un-

der its own peculiar geopolitical setting，was the formation of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consisting of all neces-

sary sections and therefore self- sustainable. While increase in the per capita level of 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was central to the Asian tigers’goals of economic growth，what China pursued was the building of the

nation’s comprehensive economic strength，which could not be fully reflected in its per capita GNP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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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past decade，studies of the“mass science”advocat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ve relin-

quished the previous“failure narrative”and techno-centrism，and have started to re-examine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technological politics the Revolution’s emphasis on political priority and promise of egalitarianism. This

academic paradigm shift occurs not only because China’s development itself has prompted scholars to rethink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historical period，but also because researchers have discovered a way to better revea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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